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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损脑刺激的情绪调节干预* 

周士人 1  仇秀芙 1  何振宏 1  张丹丹 2 

(1 深圳大学心理学院, 深圳 518086) (2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 成都 610066) 

摘  要  既往研究积累了无损脑刺激(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NIBS)技术干预情绪调节以改善负性情绪

的大量证据。总结 NIBS 的情绪调节干预效果和适用范围对于丰富情绪调节理论、促进转化研究有重要意义。

通过综述文献可发现 NIBS 能有效影响相关脑区(例如前额叶)的活动, 从而干预外显与内隐情绪调节过程; 通

过改善情绪调节功能, NIBS 具有改善精神障碍症状的潜在可能性。此领域尚需解决的问题如下：首先, 研究

间异质性太强导致结果不一; 其次, 情绪调节干预过程的脑神经环路机制仍不明确, 情绪调节的衡量指标单

一。此外, 以往 NIBS 方案存在定位精度不高、单时段效果微弱、现有方案难以满足新需要, 以及具有一定的

副作用等问题。据此, 未来有必要全面定量总结现有文献, 结合神经导航技术确定最优靶点, 考察干预状态下

外显/内隐情绪调节的脑神经环路改变, 并从主观体验−生理指标−神经特征多层面评估 NIBS 干预效果。未来

还可采用多靶点 NIBS 方案, 或结合超扫描、神经反馈等技术以提高研究效度, 为相关的转化研究和临床提供

启示。 

关键词  无损脑刺激技术, 前额叶, 情绪调节, 神经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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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调节指的是人们有意或无意影响或调节

情绪的产生、体验与表达的过程(Gross, 1998)。有

效的情绪调节能力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与否的重

要指标(Galderisi et al., 2015)。良好的情绪调节能

带来积极影响, 例如总体幸福感、工作表现、社

会关系的改善(Gross & John, 2003)。相反, 情绪调

节异常或障碍不仅容易使个体的身心健康受到不

良压力源的侵害(Crowell et al., 2015), 甚至可能

导致某些精神疾病, 例如抑郁症、焦虑症、边缘

性人格障碍的产生或复发(Aldao et al., 2010)。改

善和提高情绪调节能力, 有助于减轻个体在面临

生活或工作压力源时的负性情绪反应, 增强面对

负性情境或压力时的心理韧性(resilience; Charles, 

2013)。这对于疫情政策放开后国民调节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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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身心健康,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参与情绪调节的脑区包括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扣带前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边缘系统、顶叶, 以及这些脑区周围的神

经网络。其中 PFC 在情绪的调节与控制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Buhle et al., 2014; Morawetz et al., 

2020)。研究发现 , 个体在进行情绪调节的时候 , 

PFC 活动增强 , 而当个体出现情绪失调的时候 , 

这些脑区活动减弱(Etkin et al., 2015)或过度兴奋

(Grimm et al., 2008)。通过外部手段提升 PFC 的激

活水平可能是提高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有效途径

(Smits et al., 2020)。 

无损脑刺激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NIBS)技术是一种不会对人体造成损伤的 , 可以

靶向调控特定脑神经区域活动的神经调控技术。

其工作原理是通过放置在头部的外部设备的磁场

或电流来改变(增强或减弱)大脑皮层神经的兴奋

性(excitability; Ziemann et al., 2008)。NIBS 主要包

括经颅磁刺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经颅电刺激(transcran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TES) 和 经 颅 超 声 刺 激 (transcranial ultra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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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ulation, TUS)。其中经颅电刺激又可分为：经

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经颅交流电刺激 (transcranial alternating 

current stimulation, tACS)、经颅随机噪声刺激

(transcranial random noise stimulation)。其中, tDCS

能通过电极片向头皮特定区域施加微弱的直流电

流 (0.5~4 mA) 来调控自发的神经元网络活动

(Brunoni et al., 2012; Farnad et al., 2021)。其调控

效果取决于刺激极性：阳极能增强, 而阴极会抑

制 神 经 元 的 兴 奋 性 (Nitsche & Paulus, 2000, 

2001)。tACS 的工作原理是将有节律的电流作用

于脑皮层目标区域, 通过增强或减弱神经元之间

活动的同步性, 在大脑中产生内源性震荡, 以调

节脑网络活动(Liu, Vöröslakos et al., 2018)。TMS

则是通过在大脑皮层上放置电线圈, 利用快速产

生的脉冲磁场穿过大脑头骨来改变皮层下神经细

胞的膜电位 , 从而影响脑内代谢和神经元活动 , 

对大脑神经活动产生短暂性的干扰(Gershon et al., 

2003)。根据脉冲个数以及刺激规律的不同, TMS

被分为单脉冲 TMS、双脉冲 TMS 和重复性 TMS 

(repetitive TMS, rTMS)。当前使用较为普遍的

rTMS 有高低频 rTMS 两种：低频(≤ 1 Hz) rTMS

被认为具有神经抑制作用, 即降低特定脑区的兴

奋性和代谢活动, 而高频(≥ 5 Hz) rTMS 则被认

为具有神经兴奋作用(Gershon et al., 2003; Rosa & 

Lisanby, 2012)。tDCS 的空间聚焦率和刺激深度不

及 TMS (Keeser et al., 2011), 标准 TMS 中使用“8”

字线圈最大刺激深度为距头皮 1.5~2.5 cm; 深部

TMS 中使用的“H”型线圈能刺激的最大深度达 6 cm 

(Roth et al., 2007)。相比 TMS 和 tDCS 两种调控技

术, TUS 则具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和更深的穿透

力。它利用低强度聚焦超声穿过颅骨作用于神经组

织来抑制或增强高空间特异性的神经元活动(Mehić 

et al., 2014)。以上技术已被众多研究证明能有效

提高认知功能和改善抑郁症、癫痫等脑功能疾病

的临床症状(Wang et al., 2022; Hyde et al., 2022)。 

目前, 包括 TMS 和 tDCS 在内的 NIBS 技术

已是被广泛用于研究大脑功能和治疗精神疾病的

神经科学工具。在国家科技创新 2030——“脑科

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实施方案中, 以 NIBS 为

代表的神经调控技术被多次提及, 并被作为新型

干预手段应用到脑疾病治疗、认知功能增强等多

个研究领域中。例如, 对与认知和情绪功能相关

的脑区(例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FC, 

dlPFC))施加 rTMS 可以有效改善抑郁症和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Barr et al., 2013)。遗憾的是, 

我们目前暂未找到 TUS 和 tACS 干预情绪调节过

程的相关研究, 这两类技术目前更多的是用于改

善抑郁症、癫痫、帕金森等脑功能疾病的临床症

状, 仅有一篇摘要性报道发现 TUS 刺激右额下回

可以改变健康被试基于自我报告的情绪状态

(Sanguinetti & Allen, 2017)。因此本文无法介绍这

两种技术干预情绪调节过程的研究进展。基于以

上, 本文以 TMS 和 tDCS 为主要介绍对象, 对

NIBS 在情绪调节上的研究与应用、发展动态、目

前尚需解决的问题及建设性意见进行综述。 

2  外显/内隐情绪调节的脑机制及 NIBS
对情绪调节的影响 

研究者们普遍把情绪调节划分为外显情绪调

节 (ex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和内隐情绪调节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Braunstein et al., 

2017)。外显情绪调节指在意识参与状态下, 通过

主观努力启动, 并需要一定水平的监控来执行的

情绪调节过程; 而内隐情绪调节指在没有意识参

与的状态下由刺激本身自动引发和完成, 且无需

监控的情绪调节过程(Gyurak et al., 2011)。目前相

当多的综述或元分析已总结了情绪调节的脑成像

研究(Etkin et al., 2015; Morawetz et al., 2020)。其

核心神经环路机制为负责认知控制功能的 PFC 脑

区 ( 主 要 包 括 dlPFC 、 腹 外 侧 前 额 叶 皮 层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顶叶、辅

助运动区)对负责情绪反应功能脑区(皮层下区域

包括杏仁核、腹侧纹状体和中脑中央灰质, 皮层

区域包括脑岛和背侧 ACC)的调控。根据情绪调节

目标、策略、被调节情绪效价等因素的不同, 还

会有负责语言、记忆, 或动作控制等功能的脑区

(包括扣带中回、海马旁回、角回、颞上回)参与。

其中, 内隐和外显情绪调节的神经环路机制稍有

不同 , 前者主要依靠腹内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FC, vmPFC) (该脑区与腹侧 ACC 有重叠)和脑岛, 

而后者更加依靠 dlPFC、vlPFC、辅助运动区和顶

叶(Etkin et al., 2015)。由于 PFC 是外显/内隐情绪

调节神经环路中的核心触发脑区 , 大部分基于

NIBS 的情绪调节干预研究 , 其刺激靶点都位于

此。然而, 研究者认为 NIBS 不仅改变了 PF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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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水平 , 还进一步调节了更深层脑区的活动 , 

比如 ACC、脑岛及杏仁核等(Feeser et al., 2014)。

最近的研究发现, TMS 刺激 vlPFC 时会引起杏仁

核活动增强。这表明以皮质−皮质下结构连接为靶

点可以增强头皮 TMS 对皮质下神经活动的影响

(Sydnor et al., 2022)。以上意味着 NIBS 不只是影

响受刺激的靶点, 还会通过影响深层脑区和不同

脑区之间的协变来达到干预情绪调节和改善情绪

的目的(Berboth & Morawetz, 2021)。除了脑影像

证据外, NIBS 干预情绪调节过程也积累了一些来

自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m, EEG)研究的证据。

一项 TMS-EEG 研究发现, 在认知重评期间, 左侧

vlPFC 上的单脉冲 TMS 增加了中央顶叶和右侧

PFC 内的脑电晚期正电位(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幅度, 这为单脉冲 TMS 通过积极的认知重评

来调节负性情绪体验程度提供了一个神经指标

(Cao et al., 2022)。目前本文未能找到采用功能近

红外光谱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来证明 NIBS 对情绪调节有干预效果的相

关研究。已有研究者探索了针对情绪障碍人群的

fNRIS 神经反馈训练, 在该实验中, 被试能根据实

时 fNIRS 反馈信号上调他们右侧 dlPFC 的活动, 进

而显著改善了对负性情绪的调节(Yu et al., 2021)。 

在 PFC 中, 左侧 PFC (包括 dlPFC 和 vlPFC)

是 NIBS 干预外显/内隐情绪调节的主要靶点, 而内

侧前额叶皮层(包括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orsomedial 

PFC, dmPFC)和 vmPFC), 则是 NIBS 干预内隐情

绪调节的主要靶点(Etkin et al., 2015)。已有的综述

文献均支持 NIBS 激活 PFC 能增强情绪调节能力

的观点。例如, Mondino 等人(2015)总结发现, 刺

激 dlPFC 能够影响情绪、情绪加工, 以及情绪刺

激的注意加工。Plewnia 等人(2015)则发现增强或

减弱 PFC 的激活水平能相应地增强或减弱对情绪

的认知控制能力。Amidfar 等人(2019)的综述也表

明对 dlPFC 的刺激能提高对情绪的认知控制能

力。Makovac 等人(2017)通过元分析发现 NIBS 能

降低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 意味着 NIBS 可降低

负性情绪伴随的生理指标强度。最近的一篇元分

析表明, NIBS 能降低压力带来的负性情绪反应, 

即支持了上述观点, 然而却发现单一时段(session)

的 NIBS 效应量较低, 推荐多次重复 NIBS 以获得

理想的负性情绪下调效果(Smits et al., 2020)。既

往研究积累了 NIBS 技术干预情绪调节以改善负

性情绪的大量证据。但由于不同研究所用的 NIBS

参数, 例如刺激深度、刺激强度、刺激部位和作

用范围等有很大区别, 因此本文将这些信息, 连

同实验设计、刺激材料、任务类型、情绪调节方

向和策略, 以及实验结果进行了梳理(见表 1、表

2), 以下分别介绍 NIBS 对外显/内隐情绪调节的

影响。 

在要求被试使用外显情绪调节策略(例如认

知重评、表达抑制、注意分散等)以进行主动情绪

调节的情况下(表 1)：He, Zhao 等人(2020)发现在

激活右侧 vlPFC 后, 个体对社会疼痛的体验强度

降低(主观情绪评分以及 LPP 波幅降低), 情绪调

节能力变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rTMS 激活右侧

vlPFC 能促进对社会疼痛的调节且增强社会奖励

所带来的情绪体验(Li et al., 2022)。最近研究发现, 

激活 vlPFC 显著改善了认知重评策略条件下的负

性情绪, 而激活 dlPFC 则显著改善了分心策略条

件下的负性情绪, 并且被试在重新评估中表现出

比 VLPFC 激活组的分心块更小的 LPP 振幅(Zhao 

et al., 2021) 。采用 tDCS 方案的研究发现, 左侧

vlPFC 在积极重评中有功能特异性(Cao et al., 

2021)。右侧 vlPFC 的激活降低了个体在社会排斥

情境下的负性情绪体验强度和生理指标强度(瞳

孔直径), 提高其应对社会排斥时的情绪调节能力

(He et al., 2018)。激活 dlPFC 或 vlPFC 能增强情

绪调节, 降低负性情绪的主观体验和生理指标的

强度, 如皮电传导水平(skin conductance level)和

心率等(Van Erp et al., 2018)。而针对 NIBS 干预外

显情绪调节时脑功能神经环路改变的研究中, de 

Wit 等人(2015)发现高频 rTMS 刺激强迫症患者的

dlPFC, 影响了患者额叶与边缘系统的功能性连

接, 从而增强了情绪调节的能力。Chrysikou 等人

(2019)发现, tDCS 激活左侧 dlPFC 期间, mPFC 在

情绪下调过程中被激活增强, 并削弱了 mPFC 与

双侧杏仁核之间的脑功能连接, 从而影响了抑郁

症患者认知重评的表现。van Dam 和 Chrysikou 

(2021)却发现, 在刺激前, 健康对照组的右侧杏

仁核与视觉皮层在下调负性情绪时被激活, 然而

左侧 dlPFC 接受 tDCS 刺激期间却未产生任何脑

激活的改变。这项研究中 tDCS 效应微弱或缺失

的原因除了样本量较小之外, 还有两大原因：其

一, 中等强度(1.5 mA)的单侧脑刺激可能难以刺

激到对应或深层脑区; 其二, 我们推测可能跟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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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置的刺激方案有关, 即阴极电极置于右侧

dlPFC (该脑区亦为情绪调节关键脑区)。因此难以

排除该效应的缺失是由阴极刺激抑制了右侧

dlPFC 活动引起的。 

在未要求被试完成任何情绪调节任务(即仅

考察了内隐情绪调节)的情况下, 采用 TMS 方案

的研究发现, 右侧 dlPFC 的激活降低了个体对恐

惧面部表情的效价与唤醒度评分(Notzon et al., 

2018)。有研究发现双侧 dlPFC 的激活能降低负性

情绪体验强度(如疼痛的情绪反应; Boggio et al., 

2009; Rêgo et al., 2015)。采用 tDCS 方案的研究发

现, tDCS 激活右侧 vlPFC 减弱了个体对负性刺激

的情绪反应 (包括主观情绪评分与皮肤电活动 ; 

Vergallito et al., 2018)。Riva 等人(2012)发现激活

右侧 vlPFC 能降低社会排斥诱发的负性情绪反应

(社会疼痛和攻击性行为 ), 提升情绪控制能力 ; 

而抑制右侧 vlPFC, 会增加社会排斥所带来的的

负性情绪反应(Riva et al., 2015)。Antal 等人(2014)

发现激活右侧 mPFC 降低了对社会压力的情绪反

应(衡量指标为皮质醇水平)。最近一篇研究发现使

用 tDCS 激活 vmPFC 不但能增强被试内隐情绪调

节的效果还能减少被试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 , 

阳极刺激组的 LPP 波幅显著低于伪刺激组(高可

翔 等, 2022)。此外, 在探索 NIBS 干预内隐情绪

调节时脑功能神经环路改变的研究中, Abend 等

人(2019)发现, tDCS 激活 mPFC 降低了个体对负

性视频材料的情绪强度评分, 还同步激活了负责

内隐情绪调节的相关脑区, 即 vmPFC、膝下扣带

前回(subgenual ACC)和腹侧纹状体, 且改变了这

些脑区间的功能连接性。研究还发现 vmPFC 被

tDCS 激活后增强了对愤怒情绪的内隐调节, 同时

减少了攻击性行为(Gilam et al., 2018), 以及增强

了对快乐面孔(而非恐惧面孔)的识别表现和神经

反应(Winker et al., 2018)。 

3  NIBS 对精神障碍人群情绪调节异常
的改善 

精神障碍往往伴有情绪调节异常 (Koole, 

2009)。大量综述和元分析所总结的证据表明

NIBS 可以有效改善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

障碍等精神障碍的临床症状 (Begemann et al., 

2020; Kan et al., 2020; Zhou & Fang, 2022; Hyde 

et al., 2022)。情绪调节异常作为众多精神障碍的

一大共性特征已受到广泛关注(Koole, 2009)。然而

遗憾的是, 在众多 NIBS 研究中, 相比于干预和改

善精神疾病严重程度的研究而言, 针对这些人群

情绪调节的干预研究, 其数量仍然相当有限。目

前该方向已有一定程度的有益尝试, 发现情绪调

节功能的改善也能间接地减少抑郁症、创伤后应

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强迫

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和焦虑症

的症状(Iannone et al., 2016; Ma et al., 2014; Watts 

et al., 2012)。我们以抑郁症、焦虑症、OCD 以及

PTSD 为例, 分别介绍。 

3.1  抑郁症 

情绪调节障碍和认知缺陷是抑郁症的核心特

征, 其核心脑功能异常来源于 PFC 脑区在情绪调

节时激活减弱, 这反映了抑郁症人群对负性情绪

认知控制功能的弱化(Rive et al., 2013; 何振宏 

等, 2015)。研究者们据此考察 NIBS 激活 PFC 后, 

能否增强认知控制功能, 达到改善抑郁症患者负

性情绪的目的。在 NIBS 干预抑郁症患者的外显

情绪调节过程中, 研究发现, tDCS 激活抑郁水平

个体的右侧 vlPFC 时可显著提高被试对社会排斥

的外显情绪调节能力(He, Liu et al., 2020)。采用

TMS 方案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即激活抑

郁症患者的右侧 vlPFC, 可有效提高患者对社会

疼痛的外显情绪调节能力 (莫李澄  等 , 2021)。

NIBS 也能有效干预患者的内隐情绪调节过程。例

如, 在左侧 dlPFC 施加阳极 tDCS 可以有效增强抑

郁症患者的认知控制表现, 且完全消除了患者对

负性情绪图片的注意偏向。此外, 与伪刺激组相

比, tDCS 激活左侧 dlPFC 能有效改善抑郁情绪体

验 , 且 30 分钟刺激相比于 20 分钟效果更佳

(Pavlova et al., 2018)。有研究还探索了 tDCS 激活

vlPFC 以提高抑郁症患者对社会疼痛的内隐情绪

调节能力的可能性, 然而该研究仅发布了摘要性

的报道(Hsu et al., 2018)。基于以上这些结果, 研

究者认为可能的起效机制如下：NIBS 可通过刺激

认知控制网络(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的 dlPFC

节点, 从而能直接影响情绪的认知控制过程, 最

终达到上调或下调情绪的目的 (Lantrip et al., 

2017)。 

3.2  焦虑症 

焦虑症可分为广泛性焦虑症、社交焦虑症、

恐惧症等。情绪调节困难也是焦虑症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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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包含了 dlPFC 的神经回路活动异常有关。研

究表明, rTMS 能改善焦虑症状(Mantovani et al., 

2010; Rodrigues et al., 2019)和焦虑型抑郁症

(Diefenbach et al., 2013)。然而, 针对焦虑症患者

的外显情绪调节这一细分领域的研究比较缺乏。

已有一篇研究证明对广泛性焦虑症患者的右侧

dlPFC 进行 30 次的低频 rTMS 能显著改善患者的

情绪调节能力(Diefenbach et al., 2016), 但该研究

仅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衡量情绪调节的困难程度, 

缺乏神经生理学上的证据。此外, Haeems (2018)

发现对社交焦虑症患者的 PFC 或小脑进行 20 分

钟的 tDCS 刺激, 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认知重评能

力。目前未能发现针对焦虑症患者内隐情绪调节

的 NIBS 干预研究。 

3.3  强迫症 

情绪调节受损是 OCD 患者过度情绪反应的

基础。在 NIBS 干预 OCD 患者的外显情绪调节过

程的研究中发现, 使用高频 rTMS 刺激 dlPFC 有

助于增强 OCD 患者的认知重评过程, 降低负性情

绪反应(de Wit et al., 2015)。Douw 等人(2020)发现

使用兴奋性的 rTMS 刺激 dlPFC 能降低 OCD 患者

的情绪痛苦程度。在针对恐惧消退(内隐情绪调节

的一种)的研究中 , 研究者利用阳极 tDCS 刺激

mPFC, 发现该方案可显著促进 OCD 患者的安全

学习(safety learning)过程(一种通过学习新的安全

线索从而抑制恐惧情绪的过程), 从而降低了患者

的情绪困扰程度(Adams et al., 2021)。 

3.4  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的主要特征是对恐惧性条件刺激的情

绪反应失调(Parsons & Ressler, 2013)。神经影像学

研究表明 PTSD 患者在面对恐惧性条件刺激时, 

杏仁核活动过度活跃, 而海马和 vmPFC 活动显著

减少(Etkin & Wager, 2007; Shin et al., 2006)。以上

脑神经病理机制研究为 NIBS 干预 PTSD 患者的

情绪调节过程提供了靶点参考。目前未能发现针

对 PTSD 患者外显情绪调节的 NIBS 干预研究。

在对内隐情绪调节的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在恐惧

消退学习之后, tDCS 激活 vmPFC 可以改善 PTSD

患者对恐惧记忆的消退(Van't Wout et al., 2017)。

针对 PTSD 患者的临床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工作

记忆训练和 tDCS 的结合显著改善了患者的认知

功能和情绪表现(Kedzior et al., 2012; Saunders 

et al., 2015)。 

4  目前尚需解决的问题及建设性意见 

综上所述, NIBS 已被证明能有效影响情绪调

节相关脑区(例如 PFC)的活动, 从而干预外显与

内隐情绪调节过程。利用该机制的 NIBS 方案已

在精神疾病的治疗上展现出充分的潜力。然而 , 

此领域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 NIBS 干

预情绪调节的研究结果不一, 情绪调节干预过程

中神经环路的具体改变尚无定论, 刺激靶点定位

精度不高等问题。接下来, 我们对每个问题分别

介绍并给出相应的建设性意见。 

4.1  研究间异质性太强导致结果不一, 可定量总

结已有文献, 通过多靶点调控技术以减少实

验中额外变量的影响 

目前此领域多数研究支持了 NIBS 的情绪调

节干预效果。然而部分研究未能发现该干预效果

(Mungee et al., 2016; van Dam & Chrysikou, 

2021)。这可能是由研究之间的异质性所致, 例如

被试个体差异、刺激深度、刺激参数、离线(NIBS

与实验任务分开进行)与在线(NIBS 与实验任务同

时进行) NIBS 等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掩

盖了 NIBS 效应的普遍性与可靠性。异质性因素

具体表现为：(1)被试个体差异会导致实验结果的

不同。例如 Hofhansel 等人(2020)对罪犯和正常健

康被试使用阳极 tDCS 刺激 dlPFC, 发现罪犯的脑

兴奋性明显降低而不是增加, 这就挑战了传统观

点认为的 tDCS 二分效应 (dichotomous tDCS 

effects)：即阳极具有兴奋作用, 阴极具有抑制作

用。此外, 使用阳极 tDCS 刺激右侧 vlPFC 能有效

下调低抑郁水平个体的社会疼痛, 但在高抑郁水

平个体中效果微弱(He, Liu et al., 2020); (2)在刺

激深度上, 传统的 TMS (如标准“8”字形线圈)仅

能刺激头骨下方约 1~2 cm 的浅层脑区(Deng et al., 

2013), 这就难以保证与情绪调节相关的更深层脑

区(如 mPFC、杏仁核)得到刺激。因此刺激深度太

浅很可能是一些研究未能发现 NIBS 对情绪调节

有干预效果的原因之一(Kirkovski et al., 2017)。深

部 TMS 能深入刺激到头骨以下 4 cm 的更深层脑

区(Tendler et al., 2016)。研究发现, 采用深部 TMS

刺激 mPFC 后, 被试对负性社会反馈的预期显著

增强(Zhang, Ao et al., 2022); (3)刺激参数(如刺激

靶点、极性)的选择也会影响情绪调节效果：在刺

激靶点上, 研究发现, 阳极 tDCS 激活右侧 vlP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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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强认知重评能力从而减弱负性情绪体验(张

丹丹 等, 2019)。该刺激方案也能显著上调或下调

对负性图片的情绪效价评估, 而刺激 dlPFC 则不

能达到预期效果(Marques et al., 2018)。在刺激极

性的选择上, Abend 等人(2016)发现阳极 tDCS 刺

激 mPFC 不能减少恐惧消退, 甚至会诱发对中性

刺激恐惧反应的泛化 , 但其他研究者发现阳极

tDCS 刺激 vmPFC 能够增强恐惧消退(Dittert et al., 

2018; van't Wout et al., 2016)。在使用阴极 tDCS

的研究中也出现了矛盾结果：有研究发现阴极

tDCS 抑制右侧 dlPFC 对健康被试的恐惧消除没

有效果(Mungee et al., 2016), 但别的研究则显示

了阳性结果(Ganho-Ávila et al., 2019); (4)离线与

在线 NIBS 也会影响情绪调节效果。研究发现 , 

采用在线 tDCS 刺激左侧 dlPFC 未能增强对厌恶

图片的情绪调节能力(Clarke et al., 2020), 而离

线 tDCS 同样是刺激左侧 dlPFC 却能增强调节能

力 , 甚至能提高对正性情绪图片的感知能力

(Hansenne & Weets, 2020)。 

鉴于 NIBS 的干预效果不一, 未来研究可以

结合以下思路进行改进：(1) 开展更全面的元分

析来验证 NIBS 对情绪调节的有效性和普遍性, 

并找出影响干预结果的潜在因素。目前已有 3 篇

相关的元分析或综述考察了 NIBS 对情绪调节的

影响。Smits 等人(2020)的元分析显示 tDCS 在减

少与压力相关的情绪反应上有微弱且显著的效果, 

但是没有给出证据表明 rTMS 作用于 PFC 能影响

个体的情绪反应。Markovic 等人(2021)的综述表

明 tDCS 与 rTMS 都能有效调节个体的恐惧记忆和

恐惧消退过程。最新的一篇元分析表明单次时段

的 NIBS 对下调负性情绪有显著的影响 ,  其中

rTMS 对负性情绪的下调有中等显著的影响, 而

tDCS 则没有显著的影响(Zhang, Li et al., 2022)。

然而, 这 3 篇文章聚焦的点还不够全面：首先, 

Markovic 等人仅综述了 NIBS 对恐惧情绪的调节

作用, 但没有提供相应的元分析或系统综述的证

据。Smits 等人主要关注 NIBS 如何影响压力性的

情绪应激反应 , 甚少提及情绪调节过程。Zhang

等人分析的负性情绪调节效果以主观的自我报告

来衡量, 因此结果难以避免存在偏差。其次, 3 篇

文章都只纳入了单时段(session)脑刺激的实证研

究, 这就缺少了与多时段脑刺激的研究结果的量

化比对。此外, 它们仅分析了单向的情绪调节目 

标(只有下调, 没有上调)。(2) 采用多靶点调控技

术以减少实验中额外变量的影响。以双线圈 TMS

为例, 其相比于单线圈的突出优势在于：①双线

圈随机刺激模式可以减少被试在单点刺激中产生

的干扰性心理因素(如期望效应、注意分散); ②比

起单线圈 TMS, 多线圈 TMS 不仅是刺激深部皮

质结构的另一种方案(即深部 TMS 的替代), 还能

保证刺激靶点的精度(Tzabazis et al., 2013); ③双

线圈 TMS 可用来研究不同脑区间的功能连接性

和可塑性, 有助于揭示众多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

症、自闭症 )的病理生理学机制 (Lafleur et al., 

2016)。再如多灶性 tDCS (multifocal tDCS)。作为

多靶点 NIBS 的一种应用, 其一般使用两个以上

的电极(如 1 个阳极电极和 4 个及以上的阴极电

极)。与传统双极 tDCS 方案相比, 其空间精度更

高(Ruffini, Fox et al., 2014; Ruffini, de Lara et al., 

2017), 诱发的皮质兴奋性更强 (Fischer et al., 

2017)。在临床治疗上, 多靶点 NIBS 已被证明可

以缓解神经性慢性疼痛(Chodakiewitz et al., 2013)

和帕金森患者的行动障碍(Stefani et al., 2009), 甚

至能改善长期意识障碍患者的疼痛敏感性(Zhang, 

Li et al., 2021)。已有研究采用多靶点 NIBS 方案

同时对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左侧 dlPFC 和 dmPFC 进

行高频 rTMS 刺激 , 发现能显著改善抑郁症状

(Carpenter et al., 2017)。Corlier 等人(2021)的摘要

性报道表明同时刺激左侧 dlPFC 和初级运动皮层

的多靶点 rTMS 方案, 比单靶点 rTMS 更能有效改

善抑郁症症状。在一项针对 OCD 患者恐惧消退的

研究中, 研究者采用 1 个阳极电极片刺激 mPFC

和 5 个阴极电极片置于其周围的方案, 发现能显

著增加额极与额中、额上回的功能连接性, 并促

进了被试在暴露疗法中的安全学习效果 (Adams 

et al., 2021)。然而, 目前采用多靶点方案来干预正

常人和精神障碍人群情绪调节过程的文献仍非常

缺乏。未来可着眼于探索多靶点 NIBS 对情绪调

节对应脑区的精准调控(例如, 采用双线圈 TMS

技术, 探讨不同脑区在外显情绪调节中的工作时

序 ), 同时结合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 脑 电 图

(electroencephalogram)等脑观测技术 , 观察在多

靶点 NIBS 共同作用下神经机制的变化, 以更加

明确各个脑区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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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情绪调节干预过程的神经环路有待进一步

研究 

使用 NIBS 技术刺激 dlPFC 的方案已被证明

能有效调控情绪反应和认知缺陷 (Kuo et al., 

2014)。但是结合脑成像技术探测 NIBS 干预外显

情绪调节的脑神经机制的变化截至目前只有 3 篇

(Chrysikou et al., 2019; de Wit et al., 2015; van Dam 

& Chrysikou, 2021)。这些研究的样本量较小, 且都

为单时段(session)刺激 , 容易导致得出的研究结

论效应量不足。目前尚未有研究采用特定内隐情

绪调节任务(例如情绪标记任务、情绪 Stroop 任

务等)探讨 NIBS 干预过程下的脑神经环路机制。因

此在个体进行外显/内隐情绪调节的过程中, PFC

被 NIBS 技术激活的同时有哪些深层脑区同步受

到影响以及 PFC-深层脑区连接性会发生怎样的

改变等问题, 还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予以解答。 

结合 fMRI 技术来研究 NIBS 干预情绪调节过

程中的神经环路机制是当下的研究思路, 但是其

发展还受到一定程度的技术限制。例如, 采用在

线 TMS 方案结合 fMRI, 我们会发现 TMS 的电流

脉冲与 MRI 扫描仪的磁场会相互作用, 从而发出

刺耳的噪声 , 这种噪音不仅会引起被试的不适 , 

而且会破坏线圈的机械稳定性 , 存在安全隐患

(Bungert, 2010)。因此大多数 fMRI 研究更多采用

离线 NIBS 方案。目前在技术层面上已实现在线

tDCS 与 fMRI 的结合(Baeken et al., 2018; van Dam 

& Chrysikou, 2021),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在线

TMS 与 fMRI 的代替。然而, tDCS 的刺激空间精

度相较于 TMS 来说更低, 难以达到满意的刺激效

果。当前, TMS-fMRI 技术正在不断发展, 有研究

已提出新的与 fMRI 兼容的 TMS 线圈设计方案, 

并有效改进了 TMS 的机械稳定性(Cobos Sanchez 

et al., 2020)。 

NIBS 干预下的情绪调节神经环路研究还有

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相关研究结果可促进转化

研究, 甚至有指导精神障碍人群的 NIBS 干预策

略的可能性。例如：(1) NIBS 激活 PFC 的效果可

以通过 fMRI 探测到, 因此 MRI 可以准确地找到

患者 PFC 中的目标区域。考虑到精神障碍人群在

解剖学和电生理学上存在个体差异, 该系统也许

能为精神障碍人群中对 TMS/tDCS 治疗无反应的

个体(noresponder)优化刺激部位和刺激频率 , 实

现个体化的 NIBS 治疗方案 (Cash et al., 2021; 

Modak & Fitzgerald, 2021); (2)由于对 PFC的 NIBS

刺激效果可以投射到大脑深部区域, 如 vmPFC、

杏仁核和脑岛, 因此除了外侧 PFC 区域这些表层

靶点, 大脑深部区域也可以是 NIBS 用于治疗精

神障碍相关症状的靶点 (Downar & Daskalakis, 

2013); (3)鉴于 PFC-NIBS 能调节情绪调节相关脑

区之间的功能连接, 那么未来 NIBS 干预方案下

的目标就可以是远程改变功能连接的强度, 从而

改善情绪调节功能(Hiser & Koenigs, 2018; Myers- 

Schulz & Koenigs, 2012)。 

4.3  NIBS 的刺激靶点定位精度不高, 可采用神

经导航技术提高定位精确度 

为精确定位情绪调节相关脑区 , 以最大化

NIBS靶点区域的电场强度或聚焦度, 以往多数研

究通过手动或依据 10-20 国际标准脑电电极位置

系统定位刺激靶点。然而这些定位方法未能充分

考虑到头部大小、形状, 以及脑皮层形态的个体

差异(Gordon et al., 2017)。因此这些研究是否精准

地刺激到预定靶点值得怀疑。采用 MRI 等脑影像

指导下的神经导航技术 (neuronavigation)则可解

决该问题。该技术借助光学或磁学跟踪仪显示出

脑结构图像以进行个体化建模, 精确地衡量刺激

靶点位置、角度、深度, 并直观地引导 NIBS 刺激

线圈对刺激靶点进行定位追踪, 从而实现对每名

被试刺激靶点定位方案的“量体裁衣” (Cash et al., 

2021)。结合电生理学与神经影像学的神经导航技

术还可以回答 NIBS 在何处、何时以及如何进行

刺激的问题, 并能同时提供神经元活动的在线和

离线数据(Bergmann et al., 2016)。研究发现, 通过

神经导航技术与 10-20 系统定位出的 dlPFC 靶点

位置、刺激范围和电流强度具有显著差别 (De 

Witte et al., 2018)。这很有可能说明以往大多数研

究并未精准刺激到目标脑区, 因此有必要采用神

经导航技术优化刺激靶点的定位精度, 验证以往

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目前已有研究做了神经导航与 NIBS 技术的

结合。例如, 在针对 OCD 患者情绪反应性增加的

神经机制的研究中, 研究者利用实时神经导航技

术精准定位 dlPFC, 实现了对 rTMS 干预效果的优

化(de Wit et al., 2015)。采用与 tDCS 兼容的 MRI

神经导航系统能精准定位左侧 dlPFC, 更好地排

除头部移动带来的干扰因素(Baeken et al., 2018)。

此外, 采用光学神经导航技术也展示出优于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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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刺激靶点的效果。比如, 进行离线 rTMS期间, 

光学导航系统能自动定位和监测每个被试的左额

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从而实现刺激靶

点的个体化和自动化监测(Urgesi et al., 2016)。 

4.4  单个刺激时段(session)的 NIBS 效果微弱 , 

可采用多时段刺激以增强干预效果 

此前有元分析指出 , 单时段或较少时段的

NIBS对情绪调节的干预效果微弱, 建议采用多时

段重复 性刺 激以增 强干 预效果 (Smits et al., 

2020)。比如, 在情绪调节任务中, 抑郁倾向人群

难以从单时段刺激中获益(He, Liu et al., 2020; 

Zhang, Liu et al., 2021), 这可能与刺激次数较少, 

刺激时长较短有关。同样, 在抑郁症患者的认知

控制任务中, 单时段 tDCS 效果远没有健康被试

的好(Wolkenstein & Plewnia, 2013)。单时段短时

间的 tDCS 刺激右侧 vlPFC 后, 高抑郁水平被试的

负性情绪强度下降程度明显不如低抑郁水平被试

(张丹丹 等, 2019)。对特殊人群(罪犯)的单时段

tDCS 也未能发现他们与正常人在情绪调节任务

中有不同的神经反应(Hofhansel et al., 2020)。然而, 

采用连续多时段重复 NIBS 有望成为验证干预效

果的更优方案。它不仅能有效提高皮层兴奋性

(Bergmann et al., 2016), 还能增强其对工作记忆

或认知控制的干预效果(Elmasry et al., 2015; Hill 

et al., 2016)。Molavi 等人(2020)发现采用连续多时

段 tDCS (1 次/20 分钟/天, 共 10 天)方案刺激边缘

型人格障碍患者的双侧 dlPFC, 能有效提高他们

的认知重评能力和执行功能。在 NIBS 对于情感

障碍的治疗应用上, 20~30个时段的刺激为推荐值

(Martin et al., 2018)。刺激时段越长(30 vs. 20 分钟), 

带来的临床疗效越好(Woods et al., 2016)。这些发

现提示了在健康或抑郁人群中使用多次重复性

NIBS 增强干预情绪调节效果的可能性。 

4.5  情绪调节效果的衡量指标单一, 可从多层面

评估 NIBS 的干预效果 

情绪调节效果是通过比较情绪指标在调节前

后的差异来衡量的。反映情绪的指标主要包括主

观体验与生理指标。主观体验即个体对情绪主观

感受的自评和情绪问卷的得分。当负性情绪产生

时, 被试主观体验的负性情绪强度分数增加, 情

绪问卷的得分变高(Gross & John, 2003)。生理指标

主要指自主神经系统(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S)的指标, 包括心率、血压、瞳孔直径, 以及

皮电传导水平等。当负性情绪产生时, ANS 迅速

反应, 引起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瞳孔直径增大, 

以及皮电传导水平上升等反应(Levenson, 2014)。

此外 , 负性情绪还可诱发其他脑神经特征反应 , 

例如脑电的 LPP 波幅增加以及负责情绪反应功能

脑区(例如杏仁核)的激活等(Hajcak et al., 2010; 

Kragel & LaBar, 2016)。以往研究主要通过主观体

验的方法衡量情绪调节效果, 然而被试受社会赞

许性或从众效应的影响, 容易隐瞒自己真实的主

观体验强度, 但生理指标强度和神经特征却确是

不受干扰的真实反应(Mauss & Robinson, 2009)。

因此, 仅考察情绪的主观体验, 不足以涵盖与揭

示情绪调节发生过程的全貌, 应通过主观体验、

生理指标以及神经特征相结合的方式来验证情绪

调节的发生及调节效果。 

4.6  现有 NIBS 方案难以满足新兴情绪调节研究

领域的需要, 亟需发展新的 NIBS 方案 

以往研究探讨的情绪调节更多只是针对个体

自身的情绪调节(intra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较少涉及多人情境下的情绪调节, 例如人际情绪

调节(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而这是一

个新兴研究热点(Niven, 2017; Ray-Yol & Altan- 

Atalay, 2022; Zaki & Williams, 2013)。人际情绪调

节是指在社会互动的情境下, 个体有目标地影响

他人情绪体验的过程(Zaki & Williams, 2013)。目

前, 已有的 NIBS 方案也仅能匹配个体自身的需

要进行情绪调节干预, 无法研究和干预多人情境

下的人际情绪调节中的相关指标, 例如脑间同步

性(interbrain synchronization), 即脑间耦合的指标, 

可用来衡量两个或多个互动个体间大脑信号的动

态相似性(Hasson et al., 2012; Liu, Liu et al., 2018; 

Valencia & Froese, 2020)。针对该问题, 采用多脑

NIBS 与超扫描技术(hyperscanning)结合的研究方

案是个潜在的研究思路。研究表明, 在两个大脑

中同步二者的神经节律可以有效地促进人际间的

信息流动(Lakatos et al., 2019)。使用同频率的

tACS 同时刺激双脑的下额叶脑区, 可以增强个体

间的社会互动与学习(Pan et al., 2021)。使用多脑

NIBS来模拟人类脑间同步的外源性条件, 并测量

对应刺激脑区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观察脑间同步

性是否能因果地调节社会互动, 并最终能在行为

上和神经脑机制上对脑间同步性做出科学的解

释。由此我们或许能找出抑郁症、广场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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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恐惧症等精神障碍人群在人际情绪调节异常

的潜在治疗方案(Novembre & Iannetti, 2021)。 

4.7  NIBS 具有一定副作用, 可通过神经反馈技

术加以弥补 

NIBS是一种外源性的神经调控技术, 虽对人

体没有损伤, 但实施阶段仍然伴随着一些副作用, 

例如 tDCS 的电流刺激, 以及 TMS 的噪声和振动

刺激等。这些副作用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 NIBS

的情绪调节干预效果。相较于此, 内源性的神经

调控例如实时神经反馈(real-time neurofeedback)

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无损和无副作用。神经反馈

是一种训练大脑功能进行自我调节的方法, 它通

过视觉、听觉或其他感官系统向自己或他人展示

自身大脑当下的活动, 并允许个体改变相应的大

脑功能和行为(Marins et al., 2019; Papoutsi et al., 

2018)。在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训练中, 相比于传

统的方法, 神经反馈加持下的训练更有效, 且已

被 成 功 用 于 改 善 情 绪 调 节 (Linhartová et al., 

2019)。神经反馈技术与 fMRI 的结合是研究情绪

调节的新兴技术方案, 可用于增强某些与情绪调

节障碍相关的精神障碍群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例

如, Herwig 等人(2019)利用 fMRI-实时神经反馈技

术对健康被试进行情绪调节训练。结果显示, 相

比于对照组, 实验组能显著下调自身杏仁核的活

动信号, 并成功下调负性情绪。该技术也能有效

训练抑郁症患者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同时显著增

强了患者左侧 vlPFC 的兴奋性, 这些经过神经反

馈训练的患者能将情绪调节策略成功应用于日常

生活中(Keller et al., 2021)。研究者还采用神经反

馈技术与 fNIRS 的结合方案。实验中, 被试能根

据实时 fNIRS 反馈信号上调右侧 dlPFC 的活动以

改善对负性情绪的调节(Yu et al., 2021)。研究发现, 

患有 PTSD、边缘型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在接受神经反馈训练后症状减轻(Linhartová et al., 

2019)。未来针对情绪障碍人群的 fMRI 实时神经

反馈训练, 可以把情绪调节重要脑区以及重要的

脑功能连接靶点作为目标。在已有假设的基础上, 

要求患者自我调控相关脑区功能并给予实时神经

反馈。例如, 基于如下假设：即抑郁症患者的杏

仁核对负性刺激反应过度, 而对正性刺激反应减

弱(Groenewold et al., 2013), 相应的神经反馈目标

可能是让抑郁症患者在体验负性情绪时降低杏仁

核活动 , 或在体验积极情绪时促进杏仁核活动 , 

从而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目前神经反馈技术与

NIBS 结合主要用于神经性疼痛、失眠症等探索性

研究(Kosari et al., 2019; Najafabadi et al., 2021), 

但在情绪调节领域尚处空白, 有待更多的探索与

尝试。 

5  小结 

NIBS 技术因其无创、无痛、安全和灵活性等

优点, 已在多个学科和应用领域大量使用, 且大

量研究表明该技术能有效地辅助治疗抑郁症、

PTSD 等精神障碍疾病。近年来的研究证据表明, 

NIBS技术作为干预手段, 能影响情绪调节并降低

负性情绪, 对心理健康的改善具有潜在价值, 因

而受到学界内外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在迅速积累, 

然而, 该干预过程背后的脑机制研究和相关临床

研究尚存大量空白, 仍需更多随机双盲对照的临

床实验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我们认为未来有必要

全面定量总结现有文献, 结合神经导航技术来确

定 NIBS 靶点的通用方案和个性化精准治疗方案, 

考察干预状态下外显 /内隐情绪调节的脑神经环

路改变, 并从主观体验−生理指标−神经特征多层

面评估 NIBS 干预效果。此外, 我们认为多靶点

NIBS 方案、NIBS 与神经反馈等技术的结合在提

高此领域实验效度上有较大前景, 有待相关研究

者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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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based emotion regulation interventions 

ZHOU Shiren1, QIU Xiufu1, HE Zhenhong1, ZHANG Dandan2 
(1 School of Psych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86, China) 

(2 Institute of Brai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Accumulat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NIBS) techniques can 

effectively intervene in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and down-regulate negative emotions. Summarizing 

the effects and applicability of NIBS for emotion regulation interven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existing emotion regulation theories and promoting translational research.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we found that when NIBS is used to modulate emotion regulation, it produces a top-down change in 

brain circuits, 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dditionally, 

NIBS may potentially improve symptoms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by enhancing the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However, several existing problems need to be addressed. Firstly, the findings are mixed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studies. Secondly, the neural circuit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effects of NIBS on 

emotion regulation remain unclear, and measurements of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s need to be enriched. 

Moreover, previous NIBS protocols have several limitations, such as poor localization accuracy, weak 

effects due to single-session stimulation, inability to meet new needs, and inevitable side effects. Therefore, 

future studies could provide comprehensive quantitative summaries of existing literature, optimize the 

cortical targets with the help of neuronavigation techniques,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the brain neural 

circuit when applying NIBS in explicit and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easure the NIBS effect using a 

combination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 physiological indexes, and ne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uture, we 

believe that multi-target NIBS protocols, a combination of hyperscanning and NIBS, and NIBS-neurofeed-

back techniqu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validity of the study, providing insights for relevant trans-

lation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therap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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